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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role of methane (CH4) emissions from rice paddies in contributing to global 

climate warming and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ce roots, soil characteristics, and 

CH4 emissions to mitigate the greenhouse effect. It reviews the mechanisms driving CH4 production and emission in rice 

paddies,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rice roots and soil conditions in influencing these emissions. Additionally, the 

paper suggests aven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rice, soil characteristics, 

and CH4 emissions from paddy fields. By elucidating these relationships,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chieving both high grain yields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paddy field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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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甲烷(CH4)是大气中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变暖具有重要影响。稻田是农业生态系统中 CH4 的

主要排放源，水稻根系与土壤是影响稻田 CH4排放的关键因素。因此，探究水稻根系和土壤性状与稻田 CH4排放

的关系对于缓解温室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综述了稻田 CH4产生和排放的机理及其与水稻根系和土壤性状间

的内在关系，并展望了进一步探究水稻和土壤性状与稻田 CH4排放关系的研究方向，为实现水稻丰产与固碳减排

协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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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严峻挑

战，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甲

烷(CH4)作为重要温室气体之一，对温室效应的贡献

率约为 20%，仅次于二氧化碳(CO2)
[1]。但在近 100

年内，全球 CH4 的增温谱势却是 CO2 的 25 倍[2]。

最近几年来，大气中 CH4 的浓度日趋上升，而稻田

CH4 的产生和排放占据了全球总排放量的 15%左右
[3]。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种植国之一，种植面

积约占全世界总水稻种植面积的 20%[4]。稻田 CH4

排放主要由 CH4 的产生、氧化及运输三部分构成，

其中 CH4 产生和氧化是两个关键过程，主要在水稻

根系和土壤中进行。水稻在生长过程中，根系会吸

收大部分 CH4，通过稻株的通气组织输送到大气[5]。

土壤在淹水条件下，有机质由有氧分解转变为无氧

分解来供应甲烷菌生长以产生 CH4，再通过液相扩

散、土壤冒泡等方式排向大气[6]。因此，研究水稻

根系和土壤性状与稻田 CH4 排放之间的关系，对保

护大气、改进耕作与栽培措施、选育良种及促进水

稻丰产和固碳减排协同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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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稻田 CH4 的产生与排放机理 

稻田 CH4 的排放需要经历 CH4 的产生、氧化和

运输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协同作用影响 CH4 排放。

前两个阶段主要在土壤微生物(产甲烷菌、甲烷氧化

菌等)的参与下进行，而运输阶段主要是水稻通气组

织发挥作用。 

1.1  稻田 CH4 的产生  

稻田 CH4 的产生是整个排放过程的第一步，

CH4 产生量对其排放通量有直接影响。该过程主要

发生在土壤耕作的还原层，通常位于土壤深度 2~20 

cm 之间，是厌氧条件下土壤中的产甲烷菌与碳水

化合物的代谢产物相互作用产生的[7]。如图 1 所示，

稻田 CH4 产生的基本过程包括：稻田在淹水条件下

形成厌氧环境，为产甲烷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

件；水解酶首先把土壤中大分子有机物质(土壤有机

质、作物根系分泌物、秸秆残茬及施用的有机肥等)

分解成脂肪酸和单糖等单体；这些单体物质被发酵

生成醇类和短链脂肪酸等小分子物质，小分子物质

继续被分解，最终生成一些低分子化合物，如乙酸

(CH3COOH)、氢气(H2)和 CO2 等，又称产 CH4 前体
[8]。其中 CH3COOH、H2 和 CO2 等物质被产甲烷菌

利用，还原成 CH4。 

土壤中的产甲烷菌主要利用 CO2、CH3COOH

及甲醇(CH3OH)等底物通过三条途径产生 CH4 并获

得能量。1）CH3COOH 发酵型途径：这是一个关键

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产甲烷菌利用 CH3COOH

作为前体物质，将其裂解以产生 CH4 和 CO2。如甲

烷杆菌(Methanobacteriacea)就是一种能在中等温度

(10~30℃)下通过 CH3COOH 发酵型途径和氢营养

型途径产生 CH4 的细菌。2）氢营养型途径：在这

个途径中，产甲烷菌利用 H2 和 CO2 作为电子供体

和受体，经过还原反应生成 CH4。目前能够培养的

氢营养型(CO2/H2)产甲烷菌的种类较多，而且在三

类产甲烷代谢类型中，氢营养型产 CH4 途径的产能

效率也最高。3）甲基营养型途径：这是产甲烷菌

将一些简单的甲基类化合物降解为CH4和CO2的歧

化过程，即甲基类化合物经过微生物的作用后，转

化为 CH4 和 CO2 两种物质[9]。以上三条途径中都会

形成甲基辅酶 M，这些辅酶 M 在辅酶 M 还原酶 Ⅰ

(MCR Ⅰ)和辅酶 M 还原酶 Ⅱ(MCR Ⅱ)的催化和

其他多种酶的参与和调控下，最终生成 CH4
[10]。这

个过程开始于甲基基团的转移，它们由产甲烷菌中

的MtaA转移到辅酶M(HS-CoM)或产生于乙酸原和

SRM 中的四氢叶酸(THF)，分别形成 CH3-CoM 或

CH3-THF[10, 11]。 

1.2  稻田 CH4 的氧化 

CH4 的氧化也是影响稻田 CH4 排放的因素之

一。稻田土壤中产生的 CH4 在进入大气之前大部分

(80%)被土壤甲烷氧化菌氧化，氧化过程主要发生

在土壤好氧层和根际好氧区[1]。CH4 的氧化分为好

氧和厌氧两种氧化类型，其中好氧氧化多集中于水

稻根际和土壤-水交界处的根际好氧区，在整个氧

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在水稻根际、根系内部以

及淹水叶鞘等部位也都发现有好氧甲烷氧化菌的

存在[12]。厌氧氧化主要发生在土壤耕作的厌氧层，

由多种微生物协同参与并受微生物物种间电子传

递的影响。好氧甲烷氧化菌可以根据其结构、功能

和系统发育特征分为Ⅰ型和Ⅱ型，水稻根系中以Ⅰ

型甲烷氧化菌为优势菌，而根际土壤中则以Ⅱ型甲

图 1  稻田 CH4产生与排放的过程 
Fig. 1. Process of methane production and emission in paddy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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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氧化菌为优势菌，这种分布规律与环境条件(如

CH4 浓度、微量金属元素等)以及微生物对环境的适

应能力有关[13]。 

甲烷氧化菌在厌氧条件下保持休眠状态，当

CH4 和氧气(O2)同时存在时，甲烷氧化菌被激活，

快速反应并消耗根系分泌的大部分 O2。甲烷氧化菌

参与的CH4氧化过程涉及一种关键的酶——甲烷单

加氧酶(MMO)。CH4 生物氧化过程的首要步骤是

MMO 催化 CH4 使其氧化为 CH3OH，再经过一系列

氧化脱氢反应最终被氧化为 H2O 和 CO2
[14, 15]。

MMO 具有两种类型：含铜膜结合酶(pMMO)和含铁

可溶性酶(sMMO)，Ⅰ型甲烷氧化菌只能利用水稻

细胞质中的 sMMO，而Ⅱ型甲烷氧化菌不仅可以利

用 sMMO，还能利用 pMMO[15, 16]。目前已知的甲

烷氧化菌几乎都具有编码颗粒 MMO 活性位点的多

肽常规 pmoA 基因，因此 pmoA 基因在现有的甲烷

氧化菌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1.3  稻田 CH4 的运输 

在水稻整个生长过程中，稻田产生的 CH4 大部

分(70%~90%)在经过土壤表层的好氧层和根际好氧

区两个富氧区时被氧化，但仍有部分未被氧化的

CH4 被运输至大气[17]。要探究 CH4运输至大气的具

体走向，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CH4 各种运输途径的相

对重要性。在稻田生态系统中，CH4 的运输途径主

要有以下三种：1）大部分被水稻根系吸收，随着

养分的运输经过通气组织排放到大气；2）形成含

CH4 的气泡，上升到水面破裂后进入大气；3）由于

浓度梯度的形成，少量 CH4 能够沿着土壤-水和水-

气界面扩散排出；其中水稻植株的通气组织是最主

要的运输通道，约占总运输量的 60%~90%[18]。CH4

在土壤、水层以及稻株通气组织的运输途径中被氧

化的情况较少，只有当土壤中 CH4 含量达到一定程

度，且三种排放途径较为通畅时，才会出现大量的

CH4 排放。 

水稻植株对CH4的运输能力随生长阶段变化而

变化，在抽穗期达到最大值，随水稻逐渐成熟，其

传输能力逐渐下降[19]。运输途径的相对重要性在水

稻生长的不同阶段也存在差异。生长初期与成熟后

期，CH4 主要通过冒气泡与液相扩散的方式运输，

而生长盛期主要是稻株通气组织在运输途径中起

作用。关于水稻根系如何吸收土壤中 CH4 的机理及

过程目前尚不明确。有学者认为，水稻根际水溶液

与根系内部形成的较大的 CH4 浓度梯度，可能是

CH4 向根系扩散的主要动力，使其通过皮层气化和

自由扩散的方式进入通气组织[20]。然而也有学者认

为，水稻根部细胞有能力主动吸收溶解在根部周围

土壤水溶液中 CH4 并使其进入通气组织[21]。 

2  水稻根系特征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 

根系是水稻植株吸收水分和养分重要部位，也

是水稻重要的运输路径及通气组织之一，其对 CH4

排放影响显著。稻株根系形态生理在 CH4 的产生和

排放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图 2)。目前，有关水稻根

系特征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已有较多研究。 

2.1  水稻根系形态特征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2.1.1  水稻根系生物量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水稻根系生物量是指稻株根部的生物质量，是

水稻生长的重要指标之一，不仅影响稻株生长发育

和稻田土壤质量，还对稻田 CH4 排放过程具有重要

作用。通常水稻根系越发达，其生物量就越大。研

究表明，水稻根系生物量与CH4排放通量呈正相关，

原因是根冠比小(根系生物量小)的品种，吸收与固

定的碳量高，其 CH4 排放通量少[22]。有学者认为，

水稻根系大小和构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CH4排放的

差异，一方面较大的根系通常具有较强的活力，可

产生更多根系分泌物和脱落物，为 CH4 的产生提供

更多的底物；另一方面大的根系可增加与土壤中

CH4 的接触面积，从而增加稻株体内 CH4 的传输通

道，促进 CH4 排放[23]。但也有研究观察到，根系活

力强、根系生物量大且根冠比较小的稻株 CH4 排放

量较低，但籽粒产量较高[24]。 

2.1.2  水稻根数、根长、根体积与稻田 CH4排放的

关系 

稻田 CH4 的排放速率及通量与水稻根系长度、

根数、根体积等特征呈正相关关系，具有较高的根

长、根数、根体积等特征的稻株，能够促进 CH4 氧

化，从而降低稻田 CH4 的排放通量[25, 26]。有研究发

现，CH4 排放量与根体积和根孔隙度呈正相关关系，

CH4 运输速率与水稻根系长度呈正相关关系，随根

系长度减小而减小，随稻株根数增加而增加[27]。但

也有研究表明，CH4 排放速率与根体积无关，与根

系比表面积呈极显著正相关[28]。这是因为在单位面

积分泌的有机酸含量一定的情况下，根系表面积越

大，根系接触的土壤面积就越大，从而使得根际附

近的产甲烷菌活性提高，导致 CH4产量增加。在现

有的根系领域研究中，关于形态特征与稻田 CH4排

放关系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根系形态特征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还需结合根系生理特征(如泌氧能

力、分泌物等)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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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水稻根系通气组织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水稻能够将地上部吸收的大部分 O2 运输到根

系，主要是由于通气组织的存在。通气组织是指皮

层中的空气间隙组织，一直从叶连接到根系。根系

通气组织直接接触土壤中的 CH4，很大程度上能够

影响稻田 CH4 排放[29]。根系通气组织能够把地上

部分光合作用产生的 O2 高效地传递到根系以满

足根系的呼吸作用和其他酶促反应的需要，从而

使根际处于相对氧化状态，保证根系的活力和生

长发育[30]。 

水稻根系通气组织通过泌氧和CH4运输来影响

CH4 的生成与排放，但根系通气组织与 CH4 排放的

关系研究较少，研究结果也具有争议。水稻根系通

气组织的形成可提高根系泌氧能力，使稻株在缺氧

条件下更有效地运输 O2，加速 CH4 氧化，也能通

过提高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来抑制 CH4的产生，

从而导致 CH4 排量降低。有研究表明，CH4 排放与

根系通气组织大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通气组织较

大的水稻表现出较高的根系泌氧能力及较低的 CH4

排放通量[31]。水稻根系通气组织结构的大小和面积

比均与泌氧能力呈正相关，根系通气组织不发达，

泌氧能力就弱，CH4 排放速率及通量就高[32]。也有

学者认为，CH4 排放与根系通气组织大小呈正相关

关系，原因是大的根系能够提供更多的产CH4底物，

也更有利于土壤中的 CH4 通过稻株排放[5]。但多数

研究结果更倾向于强大的根系通气组织对CH4的产

生和排放均具有抑制作用。 

2.2  水稻根系生理特征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2.2.1  水稻根系分泌物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稻田CH4主要是土壤中的产甲烷菌利用有机物

作为反应底物产生的，这些有机物主要包括相对分

子质量低的有机物、高分子的黏胶物质、根细胞脱

落物、质子及养分离子等，如碳水化合物、糖、氨

基酸、有机酸、酶及其他化合物。这些物质被土壤

中的发酵菌和水解酶分解为产 CH4前体，为土壤中

的产甲烷菌提供必需的底物，是导致水稻 CH4 差异

排放的关键因素[33, 34]。有研究观察到，水稻根系分

泌物的总量以及甲酸、CH3COOH 含量的增加，提

高了土壤中有机酸的含量，为产甲烷菌提供了更多

的底物并最终导致 CH4产量增加[35]。此外，产甲烷

菌的丰度和活性与根系分泌物中的苹果酸和琥珀

酸含量呈正相关关系，根系分泌物中的有机酸含量

越低，CH4 产生的量也就越低[25, 26]。 

不同品种的水稻在不同时期的根系分泌物成

分和分泌量也有较大差异，可间接或直接影响土壤

中产甲烷菌的活性及 CH4 的产生速率，致使 CH4

排量不同[36, 37]。有研究观察到，水稻在孕穗到抽穗

期之间有一个排放峰值，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根系

释放了较多的分泌物和脱落物，为产甲烷菌提供了

丰富的碳源，从而引起了 CH4 排量的增加[35]；在成

熟期 CH4 产生速率较高，可能是因为水稻在生长中

后期根系分泌物和脱落物的量增大，根系分泌有机

物的强度越大，产生和排放的 CH4 就越多[38]。但最

近研究表明，根系分泌物(尤其是苹果酸、柠檬酸等)

图 2  水稻根系与稻田 CH4产生与排放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of rice roots with methane production and emissions in paddy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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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 CH4氧化菌的活性和丰度，促进 CH4 氧化，

从而降低 CH4 排放[25]。可见，水稻根系分泌物与稻

田CH4排放的关系较为复杂，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2.2.2  水稻根系泌氧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水稻根系泌氧是一种特殊的生理机制，是指稻

株以通气组织将地上部吸收的 O2 输送到根系并分

泌到根际土壤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在长

期淹水的条件下使水稻根部能够获得足够的 O2 以

维持其生理活动[39]。水稻根系泌氧与稻田 CH4 排放

密切相关，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水稻根系周

围的土壤是稻田 CH4 产生与排放的重要区域，根际

区域的溶解氧含量可以影响根系周围土壤中产甲

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数量与活性，改变土壤 Eh 值

以及产 CH4 前体的形成。2）水稻根系泌氧使得根

表的 Fe2+被氧化后呈铁膜附着在根系表面，根表铁

膜的沉积会改变根际周围阴阳离子的存在形式，降

低根系周围 pH 值，同时 Fe2+在被氧化过程中释放

出 H+，也会使得根际 pH 值降低，从而降低产甲烷

菌活性，抑制 CH4 产生[40]。3）水稻植株通过通气

组织将地上部吸收的 O2 运输到根部，满足根系呼

吸过程中对 O2 的需求，同时将 O2 泌出根外，在根

系周围形成微氧区，引起 Eh 值提高，增强根系氧

化能力，进而增强甲烷氧化菌活性，促进 CH4 氧化。

有研究观察到，水稻根系泌氧能力与 CH4 累积排放

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但与根条数、根尖数、

根体积、根系通气组织面积比等形态特征呈显著正

相关[26, 41]。根系越大、通气组织越强，根系泌氧能

力越强，从而增加 CH4氧化量；但大的根系也能够

提供更多的产 CH4 底物，发达的通气组织也有利于

土壤中的 CH4 通过植株进行排放[5]。 

2.2.3  水稻根系活力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根系氧化力是衡量水稻根系活力的重要指标。

水稻根部除了能进行有氧呼吸外，还可以产生氧化

力，根系氧化能力指根系对其表面的 α-萘胺的氧化

能力。水稻根系活力与根系氧化量及其对养分的吸

收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根系活力越强，根系氧化

能力越强，引起根际 Eh 值上升，进而抑制产甲烷

菌活性，增强甲烷氧化菌活性，促进 CH4 氧化，降

低 CH4 排放速率及通量[42]。有研究表明，水稻根系

氧化力与土壤水溶液中的CH4浓度和稻田CH4排放

呈负相关，与甲烷氧化菌数量呈显著正相关，随着

根系氧化力的增强，稻田 CH4 的排放通量呈下降趋

势[43]。水稻的根系活力强，对稻田 CH4 的产生与排

放可能有两方面的影响：1）根系活力强，根系氧

化与泌氧能力往往也强，导致根际 Eh 值上升，甲

烷氧化菌活性增强，从而促进 CH4 氧化，降低 CH4

排量；2）根系活力强，其主动吸收 CH4的能力也强，

还能提供更多的产 CH4底物，从而促进 CH4的运输

与排放。但多数研究结果倾向于前者，根系活力强

的水稻品种对 CH4的产生和排放均具有抑制作用。 

3  土壤性状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 

稻田土壤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尤其在淹水

条件下。由于受到水稻根系生长发育过程的影响，

再加上自身固有的物理(含水量、有机质、温度、

Eh、pH 等)和化学(土壤酶、土壤微生物等)等复杂

性状，土壤成为了影响 CH4 排放的重要因素。 

3.1  土壤理化性状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3.1.1  土壤含水量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CH4 的产生需要严格的厌氧环境，而这种环境

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含水量。只有在水

分阻挡 O2 扩散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厌氧环境，因

此土壤含水量对稻田 CH4 产生具有决定作用。土壤

含水量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影响 CH4的产生与排放，

如影响 O2 供给、土壤 Eh 值、微生物活性及气体扩

散速率等[44, 45]。一般而言，含水量低且通透性高的

土壤，产甲烷菌活性就低；土壤含水量增加，CH4

产生量也随之增加。 

土壤含水量影响 CH4 产生的主要区域。当土壤

含水量低于一定的阈值时，CH4 的主要产生区域向

土壤深层移动，导致 CH4 产量显著降低，而且移动

距离和CH4产量的减少都会随着土壤含水量的进一

步降低而增大，原因是 O2 的传输会随土壤含水量

的下降而向土壤深层扩展[46]。有学者发现，土壤含

水量越高，CH4 产量就越高，但当土壤含水量过高

时，也会阻碍 CH4 的扩散，从而减少 CH4 排放[47]。

土壤含水量过高，大气中的 CH4 和 O2 向土壤中扩

散受阻；土壤含水量过低会引起水分胁迫，导致甲

烷氧化菌活性下降；土壤暴露在空气中一段时间

后，CH4 产率显著降低。因此，晒田后 CH4 排量降

幅较大。 

3.1.2  土壤温度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 

土壤温度对稻田 CH4 排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土壤温度不仅会影响有机质的分解速率、CH4 的产

生速率及运输速率，还会影响产甲烷菌的活性和数

量。最适合 CH4 氧化的温度范围为 25~35℃，当土

壤温度低于 10℃或高于 42℃时，CH4 氧化量几乎为

0[48]。当田间温度低于 CH4 氧化的最适温度时，产

甲烷菌的活性及产甲烷势随着土壤温度升高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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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土壤有机物分解及 O2 消耗加剧，土壤 Eh 值下

降，从而促进产甲烷菌生长，增加 CH4 产量。 

土壤温度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显著。有学者

通过人为控制土壤温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土壤温

度与稻田土壤 CH4 排量的关系，比较了 5℃、20℃

和 35℃时土壤 CH4 的产生量，结果表明，增温显著

增加 CH4 的氧化势，且温度对 CH4 产生的影响可用

阿仑尼乌斯公式(k=Ae−Ea/RT。k 表示反应速率常数，

A 表示指前因子(频率因子)，Ea 代表活化能，R 是

理想气体常数，T 是反应的温度)拟合，温度升高，

反应速率常数 k 增大，这会导致 CH4的产生量增加。

反之 k 减小，CH4 的产生量也会相应减少[49]。但也

有研究观察到，在较短的时间尺度内，如泡水后的

60 到 105 d 左右，土壤温度与 CH4 排放量之间存在

较好的相关性，然而从整个生长周期来看，这种相

关性并不明显[50]。原因是 CH4 排放在水稻的全生育

期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只有在其他因素较稳定时

土壤温度的影响才能显示出来，并直接影响 CH4的

产生和氧化。 

3.1.3  土壤有机质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土壤有机质不仅是植物营养的主要来源，而且

能够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促进微生物和土壤生物

的活动，是影响稻田 CH4 排放的重要因素。淹水条

件下，土壤有机质发酵生成一系列有机化合物，如

醇类、酚类、脂肪酸类及一些气体等，这些易矿化

的简单化合物是产甲烷菌产生CH4的主要碳源和能

源。土壤中有机质含量高，其消耗土壤中的 O2 就

多，Eh 值下降快，从而有利于 CH4 的产生[51]。有

研究发现，当土壤有机碳含量小于 8 g/kg 时，高生

物量的水稻品种会增加稻田 CH4 排放；而当土壤有

机碳含量大于 12 g/kg 时，高生物量的水稻品种则

会降低稻田 CH4 排放[20]。还有研究观察到，CH4 排

放通量与易矿化碳含量呈线性关系，土壤中可溶性

有机碳含量随所添加的有机质的量的增加而增加，

CH4 排放量随有机碳(如秸秆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52, 53]。也有研究表明，土壤水溶性碳含量与稻田

CH4 产量呈显著正相关，CH4 排放通量与土壤有机

质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土壤含碳量越高，CH4 排放

量就越大[54]。 

3.1.4  土壤 Eh 值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 

土壤 Eh 值是影响稻田 CH4 产生的重要因素之

一。淹水条件下，土壤中溶解的 O2 被快速消耗，

随着有机物质的分解，土壤中的 NO3-、Fe3+及 SO4
2−

等依次作为电子受体参与反应，这些氧化还原反应

导致土壤 Eh 值降低。产甲烷菌是一种非常严格的

厌氧微生物，且产 CH4作用发生在呼吸链最末端，

通常只有在土壤 Eh 值非常低的情况下才会进行产

CH4 作用。一般而言，只有在 Eh 值低于−150 mV

时，稻田土壤才会产生 CH4，当土壤 Eh 值低于这

一数值时，CH4 排放量随 Eh 值的下降呈指数增加
[55]。当 Eh 值从−200 mV 降到−300 mV 时，CH4 生

成量增加 10 倍，排放量增加 17 倍[56]。已知土壤

Eh 值高于−150 mV 时，CH4 的产生会受到自由氧存

在的抑制，但当自由氧不存在时，CH4 在土壤 Eh

值为 50 mV 时就已产生了。土壤 Eh 值主要在两个

方面影响稻田 CH4 排放：1）直接影响稻田 CH4的

产生、排放速率及通量；2）改变稻株形态生理从

而间接影响 CH4 的产生和排放。 

3.1.5  土壤 pH 值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 

土壤pH值是稻田CH4排放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pH 值不仅影响微生物活性，还影响有机质分解。

当土壤处于强酸或强碱条件下时，有机质的分解速

率明显低于中性或近中性土壤[57]。主要有以下两点

原因：1）多数微生物适宜在 5~7.5 的 pH 条件下生

长。产甲烷菌生长需中性或近中性的 pH 环境，超

出此范围，产甲烷菌活性受抑制，CH4 产生量减少；

2）能斯特方程表明，当其他离子浓度固定时，Eh

和 pH 负相关。虽然土壤是一个较强的酸碱缓冲体

系，酸性和碱性条件会影响土壤中氧化还原反应的

平衡状态，从而改变土壤的 Eh 值。有研究观察到，

土壤 pH 值为 6.9~9.1，CH4 产生速率最大，pH 值稍

微上升或下降都会导致 CH4 产量显著降低；pH 值

小于 5.75 或大于 8.75 时，土壤产 CH4能力消失[58]。

不管是在酸性或是碱性土壤中，淹水后 Fe 还原及

CO2 累积等过程变化导致其 pH 值接近中性，这种

变化趋势不仅出现在水稻土中，也适用于不同类型

土壤。淹水过程中，土壤 Eh 值下降，Fe 含量增加，

有效态 Cd 含量也会有不同的变化趋势，这些复杂

的化学和生物过程共同作用，使得土壤在淹水后达

到最适合产甲烷菌生存的 pH 值。 

3.2  土壤酶学特征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3.2.1  脲酶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土壤脲酶在土壤中分布较广，数量较多，与土

壤中氮元素的转化关系密切，是一种专门催化尿素

分解的水解酶。尿素是有机态氮肥，施入土壤后少

部分溶于土壤溶液，通过氢键作用被土壤吸附，其

余大部分在脲酶的作用下，水解成 NH3 和 CO2，然

后以 NH4+的形式被植物吸收和土壤胶体吸附，从而

为 CH4 产生提供了更多底物[59]。 

脲酶对稻田 CH4 排放影响显著，施入土壤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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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胺态氮在土壤脲酶的作用下转化为氨[60]。有研究

表明，脲酶活性对土壤中有机质、全氮以及速效氮

的水平具有正向调控作用，脲酶活性增加，会加速

尿素分解，增加供氮水平，参与土壤氮素循环[61]；

CH4 排放通量与脲酶活性呈极显著正相关，脲酶活

性越高，为产甲烷菌提供的底物越多，CH4 排放就

越多[62]。脲酶抑制剂通过抑制脲酶活性，延缓酰胺

态氮的水解，降低土壤中 NH4+生成速度，进而延缓

酰胺态氮肥的肥效，降低由氨挥发造成的氮素损

失，提高植物对氮素的吸收利用效率。相关研究表

明，施用脲酶或硝化抑制剂可降低 CH4 排放，但其

作用机制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施用脲酶/硝化抑

制剂是通过抑制土壤硝态氮转化速率，从而降低

CH4 排放，原因是脲酶/硝化抑制剂可延缓土壤中氮

素转化过程，使铵态氮在土壤中的浓度保持在一个

较高的水平，从而为产甲烷菌提供更多的底物，减

少 CH4 的产生[63]。也有学者认为，脲酶/硝化抑制

剂通过影响土壤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来影响 CH4

排放，原因是这些微生物在土壤中氮素转化过程中

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们的数量和活性直接影响 CH4

的产生和消耗[64]。 

3.2.2  其他一些酶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CH4 排放与土壤酶种类/活性方面的研究较少。

目前，土壤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解酶和氧化还原

酶两大类，其中蔗糖酶是水解酶中被广泛研究的一

种酶。蔗糖酶的底物是蔗糖，其在土壤的生化反应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增加土壤中易溶性营养

物质的含量。有研究发现，蔗糖酶与土壤中的其他

元素、有机质含量和微生物种群等因素间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CH4 排放通量与蔗糖酶活性和微生物量

碳呈显著正相关，与纤维素酶活性呈显著负相关
[65]。土壤过氧化氢酶作为一种氧化还原酶，能催化

过氧化氢的分解，并且将土壤内的有毒物质快速分

解成对水稻无害的小分子物质，释放出 O2，可以有

效控制土壤氧化的强度和方向，进而影响土壤 CH4

的氧化[62]。 

3.3  土壤微生物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 

3.3.1  产甲烷菌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 

产甲烷菌是稻田 CH4 产生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从系统发育的角度看，其属于严格的厌氧生物。产

甲烷古菌种类众多，目前已确定的产甲烷古菌可分

为 7 目，其中稻田产甲烷菌主要是甲烷杆菌目、甲

烷胞菌目、甲烷八叠球菌目等[66]。有研究观察到，

产甲烷菌的群落丰度和活性越高，稻田 CH4 的产生

速率和排放通量越高[67]。 

影响产甲烷菌群落丰度和活性的因素有很多，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O2 浓度。产甲烷菌只能

生存在厌氧环境中，改变 O2 浓度会对其群落结构

和代谢过程产生影响，进而影响 CH4排放[68]。随着

O2 浓度的增加，产甲烷菌的群落丰度和活性降低，

但 O2 浓度过高时，产甲烷菌的代谢活动会被完全

抑制，CH4 排放也随之受抑制。2）土壤质地和含水

量。土壤质地和含水量可影响土壤通气状况进而影

响产甲烷菌的活性与代谢过程，最终影响 CH4 产生

速率及通量。不同土壤类型中产甲烷菌数量存在差

异，近中性土壤中产甲烷菌数量较多，而偏酸性的

老田中产甲烷菌数量较少[69]。不同土壤类型中产甲

烷菌活性也不同，黏质土壤通气状况差，利于产甲

烷菌生长，但其对产甲烷菌的底物供给较少，且对

Eh 值的变化有较强缓冲作用，淹水后土壤 Eh 值升

高，从而抑制了产甲烷菌活性，导致 CH4 生成量较

少。砂质、壤质土壤则相反。有研究表明，稻田 CH4

排放量与土壤黏粒含量呈负相关，与土壤砂粒含量

呈正相关，黏质土壤 CH4的平均排放通量显著低于

壤质和砂质土壤[70, 71, 72]。3）温度。产甲烷菌对温

度敏感，不同类型产甲烷菌的最适生长温度各不相

同[73]。有学者认为，温度不仅影响产甲烷菌的群落

构成，还影响其体内生化过程中相关酶的活性及功

能，进而影响 CH4 排放[74]。4）pH 值。土壤 pH 值

也会影响产甲烷菌的群落结构及活性，进而影响

CH4 产量。有研究观察到：在较高 pH 的土壤条件

下，产甲烷菌代谢的主要途径是乙酸发酵型途径；

而在较低 pH 值的土壤环境中，氢营养型途径就会

成为产甲烷菌代谢的主要途径[75]。5）施肥。施肥

也会使土壤产甲烷菌的群落结构与活性发生变化，

进而影响 CH4 产生速率，且产甲烷菌对不同类型肥

料反应不同。有学者认为施肥可以增加水稻不同生

育期内产甲烷菌的丰度和多样性，绿肥效果尤其明

显[76]。但也有学者发现，施用氮肥会抑制稻田产甲

烷菌和Ⅰ型甲烷氧化菌的生长[77]。还有研究观察

到，秸秆还田能够增加土壤产甲烷菌的相对丰度，

且不同秸秆之间无显著差异[64]。 

3.3.2  甲烷氧化菌与稻田 CH4排放的关系 

甲烷氧化菌在土壤 CH4 氧化过程中起主要作

用，一般认为稻田CH4氧化主要由甲烷氧化菌完成。

甲烷氧化菌是一类以CH4为唯一碳源和能源的好氧

细菌，稻田排放的 CH4 是未能被甲烷氧化菌氧化的

部分。现有研究发现的好氧甲烷氧化菌主要分为两

个门：疣微菌门和变形菌门，在稻田等自然湿地中，

主要以变形菌门为主[78]。甲烷氧化菌参与的 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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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是一个生化过程，其中关键的一个酶是 MMO。

MMO 具有两种类型：含铜膜结合酶(pMMO)和含铁

可溶性酶(sMMO)，这两种形式的 MMO 具有不同的

架构、活性位点和化学机理，且在底物选择上存在

特异性，pMMO 只能专一地氧化一些短链化合物，

而 sMMO 的底物能氧化芳香族及烯烃类化合物[15]。

甲烷氧化菌首先利用 MMO 激活 CH4，将其氧化成

CH₃OH，CH₃OH 在甲醇脱氢酶(MDH)的作用下转

化成甲醛(CH2O) [79]。这一过程是产甲烷菌在缺氧

环境中进行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缺氧－有氧界面

的重要微生物过程。生成的 CH2O 再被甲醛脱氢酶

(HDO)催化，生成 CH3COOH 和另一种还原型辅酶

NADH。CH3COOH 在乙酰辅酶 A 合成酶的作用下，

与辅酶A结合生成乙酰辅酶A，同时释放出NADH。

乙酰辅酶 A 可以进一步进入三羧酸循环进行氧化

分解，最终氧化为 H2O 和 CO2
[14]。 

通常甲烷氧化菌群落丰度和活性越大，稻田

CH4 排放速率及通量越低[67]。影响甲烷氧化菌群落

丰度和活性的因素与产甲烷菌具有一定的共现性，

但作用方向不同[80]，主要有以下几点：1）O2 浓度。

土壤中 O2 浓度的增加会增加甲烷氧化菌的群落结

构和活性，促进 CH4 氧化。但甲烷氧化菌只有在一

定的 O2 浓度阈值内才会保持较高的活性，且不同

甲烷氧化菌对 O2 的敏感程度不同；2）土壤含水量。

适当增加土壤含水量，可以解除甲烷氧化菌的休眠

状态并使其活化，从而促进 CH4 氧化，降低排放通

量[64]；3）温度。不同甲烷氧化菌对温度的耐受程

度存在显著差异，但与产甲烷菌相比，其对温度相

对不敏感，最适温度大约为 25~35 ℃[48]；4）pH 值。

尽管在 pH为 2.8~8.0的条件下均可监测到甲烷氧化

菌的存在，但大多数甲烷氧化菌更适应中性或近中

性环境，其活性在较低或较高的 pH 条件下均会下

降，CH4 排放速率及通量也会随之下降[81]；5）施

肥。施肥对土壤甲烷氧化菌的群落结构和活性具有

显著影响，且甲烷氧化菌对不同的肥料类型有不同

响应。有研究观察到，单独施生物炭肥能够增加土

壤中甲烷氧化菌数量，而在配施氮肥的条件下，不

仅可以增加甲烷氧化菌的数量，也能够增加产甲烷

菌的数量，但甲烷氧化菌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产甲

烷菌[82]。 

4  展望 

稻田 CH4 的排放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如图 3

所示。水稻植株对稻田 CH4 排放起关键作用，其中

以水稻根系对 CH4 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土壤也

是影响稻田 CH4 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研究

水稻根系与土壤性状就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近年来，研究者们在稻田 CH4 排放方面取得了

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在稻田 CH4 的产生和排放机制

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今后可进一步从以下方面开

展研究： 

4.1  进一步研究水稻植株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 

水稻植株通过光合、呼吸作用及根系分泌作用

为产甲烷菌提供前体物质及根际厌氧环境，通过根

际泌氧活动增强甲烷氧化菌活性从而促进 CH4 氧

图 3  水稻根系和土壤性状与稻田 CH4产生与排放的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rice roots and soil properties and methane production and emissions in paddy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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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还通过通气组织将 CH4 排向大气。以往的研究

大多从稻株地上部、地下部以及 CH4 的产生、氧化

和运输等单方面或单过程开展，今后应利用来源更

广泛的水稻品种、特殊的遗传材料进一步从稻株整

体形态生理以及解剖(通气组织和维管束等)特征或

多方面和多过程探究稻田 CH4 排放的生物学机理。 

4.2  深入研究土壤生物学性状与稻田 CH4 排放的

关系 

稻田CH4产生和氧化过程取决于土壤中相关微

生物的群落结构/活性与酶的种类/活性，因此可通

过调节稻田土壤与CH4产生和排放密切相关的微生

物的群落结构与酶的种类/活性性状，进而有效调控

稻田 CH4 排放。未来应加强研究土壤生物学性状

(酶、微生物等)对稻田 CH4 排放的调控效应及其机

制，明确能够有效减少 CH4 减排的土壤酶和微生物

类群特征。 

4.3  加强研究水稻根系和土壤相互作用与稻田

CH4 排放的关系 

水稻根系通过分泌作用对根系周围环境产生

影响，造成根际效应，改变土壤理化性状，进而影

响 CH4 排放，而土壤理化性状又反过来影响水稻根

系生长。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根系或者土壤等单因

素对稻田 CH4 排放的影响，而对于根-土互作与稻

田 CH4 排放的关系研究较少，根-土具体如何相互

作用影响 CH4 排放尚未明确。建议今后加强对水稻

根系与土壤相互作用对稻田 CH4 排放影响的研究，

为实现水稻丰产与固碳减排协同提供重要理论依

据。 

4.4  开发固碳减排与水稻丰产协同的调控措施 

稻田生态系统的碳汇与碳排以及水稻产量形

成的过程均可以被干涉和调控。建议今后从这两个

方面开发与研制实现固碳减排与水稻丰产协同的

调控措施：1）进一步优化肥水运筹等栽培方式，

提高水稻植株与稻田土壤的固碳能力，在减排的基

础上增加籽粒产量。2）研制安全、绿色且固碳减

排与丰产效果显著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如激素)或生

物学产品(如酶与微生物制品)，以突破环境因素的

限制来挖掘水稻高产低排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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